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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勒菲尔德学派和德国社会史研究* ①

王亚平

【提要】 德国史学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因此固守传统很难有所改变。20
世纪 50 年代，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百废待兴，历史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起点。德国近代史学家们逐步
接受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德国传统史学引入了新的元素。20 世纪 60 年代
末，以创新改革为宗旨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创新打造了一个平台，以韦勒和科卡为首

的近代史历史学家们在创建历史学系的过程中注重以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解析社会演进，跨学科地分

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以研究“整体的历史”为
宗旨，形成了以德国社会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
【关键词】 德国 结构史学 比勒菲尔德学派 社会史

20 世纪中期之前，德国历史学界一直遵循兰克史学以事件为导向的叙事型的研究范式，把政治
看作当权者追求国家利益的行为，几乎不考虑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与作用，排斥新史学，长期以来使之

边缘化。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一批德国学者在外学成归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新生代学者
的成长，增强了与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历史学界的交往，打开了德国史学界对外交流的大门，德国史

学界由此形成一股新生力量，为历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因素。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大学改革为目的
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新生力量搭建了一个平台，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社会史为主要研

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冲破了传统史学的藩篱。

一、德国史学传统中的新因素

19 世纪下半叶，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把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倡的实证主
义方法论引入历史学领域，创立了重要的史学流派，即以制度史学为主体的历史主义，也有学者将其

定义为实证主义史学。长期以来，兰克学派在德国历史学领域长期处于引领地位。兰克学派注重档
案资料以及史料的考据，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还原”政治事件或者外交事件发生的过程上，提出历史
研究“专业性的原则”( Prinzip der Fachlichkeit) 。兰克史学通常把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收集史料、
批判考据以及还原历史事件的书写。兰克以此为德国史学赋予了严格的考据史料和“原本是怎样发
生的”(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两个重要因素。兰克史学之所以在德国能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与
历史学家的出身和经历不无关系。汤普逊曾对英、德两国的历史学家进行比较，认为德国的历史学
教授都是精心选拔的精英学者，他们通常与官僚政府接触得比较多，但与普通大众接触得很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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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们对制度的关注比较多，而且注重概括、理论归纳和历史哲学方面的论证;而英国的学者大多
出身中等阶层，他们更关注社会以及大众的实际生活，所以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更多的是社会和个

人。① 这一论点似乎颇有道理。
兰克提出的史学方法论虽然在那个时代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也不是没有受到质疑。比他稍晚

些时候的莱比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卡尔·兰普雷希特( Karl Lamprecht) 针对兰克的历史主义提出了
“文化史”概念。他的文化史不是包括艺术、文学和音乐在内的狭义的文化史，而是包涵了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科学、宗教、伦理乃至语言等方方面面内容的广义的文化史。这种文化史概
念与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德·斯宾格勒( Oswald Spengle) 和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文化哲
学的概念有着相通之处。文化定义为广义的，是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宗教伦理都是
产生文化的必要条件，文化的发展是在一定的地区内，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兰普雷希特提出，应该
采用社会学通用的结构方法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个视角考察历史事件，他所说的文化史是把物
质和精神合为一体的文化史，他在撰写其著名的多卷本著作《中世纪德意志的经济生活:以史料为基
础对低地地区物质文化的研究》时就采用了这一研究方法。② 英国学者古奇称赞兰普雷希特的著作
是一部“稀有的智慧力和创造力的作品”;但他又认为，兰普雷希特因为在政治史和宗教史方面有很
多的不足之处，这部多卷本著作“对经济因素的坚持，它关于有规律的心理转变的理论，以及它对艺
术和文化的强调，都有助于扩大历史的概念，但由于存在严重的错误，所以不能将它归入一流作品之

列”。③ 或许是因为兰普雷希特在这方面的不足，他的方法论受到兰克学生们的猛烈抨击，并因此在
德国历史学界进行了一场持续约二十五年的“兰普雷希特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兰克的学生们占据
上风。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本性蕴藏在其自身的历史中，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说明
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因此，他们研究历史就是要回溯到古代和中世纪，而回溯历史的依据就是原始的

档案资料，只注重文化史的研究会走上历史学研究的歧途。④“兰普雷希特辩论”没有动摇兰克史学
在德国历史学界的主导地位，他的文化史也没有被德国历史学界广为接受，其原因一是因为兰克学

派的影响深远，而且兰克的门徒几乎占据了德国各大学历史学科各个领域的半壁江山; 二是因为文

化史本身存在不足。但是，兰普雷希特在文化史研究上借鉴结构主义的要素则为传统的德国史学注
入了新的要素。
结构主义是 19 世纪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叙尔在综合研究语言、文化和社会时创

立的一种分析方法，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的研究中也采用了这种分析方
法。兰普雷希特提出的文化史的概念和内涵与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有相通之处，而且对法国历史学
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 世纪 20 年代，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历史学家们提出，历史研究不能仅
仅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制度史，还应从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心态等各个方面对某个历史阶段进行全
面的考察，他们以其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为名开创了年鉴学派。1949 年，年鉴学派第二代
领军人物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出版《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从中可以明显地
看出他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兰普雷希特的“文化史”观点，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结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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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ckturgeschichte) 的概念。以年鉴学派为先锋的新史学冲破传统历史学研究的藩篱，开阔了历
史学的研究领域。

20 世纪 50 年代，从二战阴影中走出来的德国历史学研究开始显现出新的生机，其中较为突出的
是以弗莱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戈尔德·特伦巴赫( Gerd Tellenbach) 为首的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
研究的重点在中世纪史方面，他们承袭了兰克史学的传统，关注的重点也依然是制度史，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一是探究德意志王国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发展轨迹以及政教关系对中世纪历史的影

响;二是中世纪政权思想和教权思想发展的脉络;三是自然法、习惯法、罗马法和教会法之间的相互
关系以及对制度发展产生的影响。弗莱堡学派最大的亮点是，他们虽然依然秉持兰克史学传统，但
也把这个时期盛行的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运用到制度史研究中，因为结构史学的方法论强调的是整体

以及在这个整体中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抑或可以这样说，结构史学的方法更适合于研究政教
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能更合理、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必然。① 虽然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德国中
世纪史家们逐步地在制度史、城市史以及庄园经济等方面采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但是占主流的学
院派依然排斥诸如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新史学，对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也很有限。

二、比勒菲尔德学派的产生

20 世纪 50 年代，从二战硝烟中走出来的欧洲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也引发学者们对社
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根源与路径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关注工业化起步和资本主义确立的近代史。近
代史是一部有更多丰富内容的历史，工业化、议会制度、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等诸如此类的
新的历史现象，已经再也不能只是通过对政治制度、教会组织、法律制度的分析进行全面的诠释和说
明。20 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从宗教的视角论述
资本主义的产生，同时他把研究的视角扩大到社会和经济的范围，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解释理解社会

行为的学科，希望从因果关系方面解释社会的行为过程及其影响。② 在他看来，经济史是基础，没有
这个基础，任何文化史领域的研究都无法取得成效。③ 韦伯对社会学的定义以及对这门学科做的解
释无疑对德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战之后的德国社会逐步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自 1969 年德国社

会民主党执政以来，在政治上为人文社会科学创造了一种自由改革的氛围。一方面，德国学者与
法语和英语国家学者的交流多了; 另一方面留学回国者增多，他们用“他山之石”拓展了新的研
究领域，在柏林自由大学、蒂宾根大学、科隆大学以及海德堡大学形成了多个新的研究中心。这
一时期，新的研究表明研究者受到结构史学以及法国年鉴学派关于长时段研究的影响，④例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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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撰文对德国的结构史学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在这里不再赘述。参见王亚平:《结构史学与德国中世纪史研究》，《世界历
史》2015 年第 1 期。
参见 Mar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76，S. 1 － 30。
Marx Weber，Wirtschaftsgeschichte: Abriβ der universalen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Duncker Humblot，31958，S. 17.
参见 Sebastian Conrad，Auf der Suche nach der verlorenen Nation.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Westdeutschland und Japan，1945 － 1960，
Vandenhöck ＆ Ｒuprecht，1999，S.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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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大学哲学系主任、①近代史教授西奥德·席德( Theodor Schieder ) 。他被誉为二战后联邦德国最
有影响力、最重要的近代史学家，是“天才的科学组织者”。②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他就开始从社
会史视角，用结构史学的方法探究欧洲近代史和德国近代史。他先后撰写了《历史即科学》③和《历
史学的方法问题》④，他在其中就历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阐释，此后还发表了多篇
相关论文，如《历史中的结构与个体性》。⑤ 席德被德国史学界誉为德国结构史学流派的创建人
之一。席德的研究范围是 18 世纪以后的德国近代史和欧洲近代史，他在研究中批评了 1945 年
之前的历史学家们有关民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一些论点。他的重要史学著作《主宰世界
的国家体系，1848—1918 年》《时代转型中的国家和社会》，都强调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多个
视角分析政治演变。⑥ 不仅如此，他还为那些受到传统史学批判的同行和青年学者进行辩护，诸如
海德堡大学近代史教授维尔纳·孔泽( Werner Conze) 。⑦ 孔泽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史”，但他
仍然继续使用许多在“东部研究”( Ostforschung) ⑧和“人民史”( Volksgeschichte) ⑨研究中提出来的
概念。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维尔纳·孔泽就与席德相识，他们同样都是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孔泽的

祖父是著名的考古学家，父亲是帝国法官。学生时代的孔泽接受的是“人民史”的史学教育，他在早
期的学术研究中有很明显的反犹太主义倾向。二战期间他加入纳粹党，二战结束时进入苏联的战俘
营。20 世纪 50 年代初，孔泽进入大学任教，在海德堡大学任教二十余年。在海德堡大学期间，他逐
步从“人民史”转向经济社会史研究，尤其关注 19 世纪以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各种要素对国家政策的
影响。孔泽是德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他把“人民史”创立的一些概念应用到社会史的研究方
面，认为不应该仅仅把工业化的历史理解为是因为政治制度决定的结果，除了政治制度的变化以外，

还应该考察经济制度、人口发展、收入分配等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所
以，他认为采用结构性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全面的跨学科的考察，能更合理地说明社会的发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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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大学建制中，语言学、历史学、汉学以及哲学等都是研讨班( Seminar) ，归建在大哲学系里，担任系主任的可以是所属任
何专业学科的知名教授。
Leo Haupts，Die Universität zu Köln im Übergang vom Nationalsozialismus zur Bundesrepublik，Böhlau，2007，S. 261f，276f.
Theodor Schieder，Geschichte als Wissenschaft: eine Einführung，Oldenburg，1965.
Theodor Schieder，Methodenproblem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Oldenburg，1974.
Theodor Schieder，“Strukturen und Persönlichkeiten in der Geschichte”，in Bettina Hitzer und Thomas Welskopp( hrs. ) ，Die Bielefelder
Sozialgeschiche，2010，S. 137 － 165. 席德其他历史学理论文章大多收录在他的论文集中。参见 Theodor Schieder，Einsichten in
Geschichte，Propyläen，1980。
Theodor Schieder，Staatssystem als Vormacht der Welt，Propyläen，1980;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m Wandel unserer Zeit. Studien zur
Geschuchte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Oldenburg，1970.
孔泽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学家，不是因为他的学术影响力，而是因为二战期间他加入纳粹党，参与制定具有反犹倾向的纳粹

东欧人口政策。经历过二战的德国历史学家几乎都存在着这样的历史污点，如西奥德·席德通过研究东欧问题提出反波兰的
建议。二战后，这些历史学家们经过去纳粹化运动后又被各大学聘任，并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孔泽先后受聘明斯特大学和海
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并担任海德堡大学历史系主任。尽管这些历史学家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有很多学术头衔，但他们那
段不光彩的经历仍然受到德国同行严厉的批评和批判。
“东部研究”是指，在中世纪中期至近代早期，德意志诸侯和皇帝有组织的向帝国东部斯拉夫人居住地区进行殖民拓荒，以此扩
大帝国疆域，最终帝国政治中心东移至柏林，其中还包括德意志骑士团到普鲁士王国发展过程的研究。
所谓“人民史”是指，德国始于从 19 世纪下半叶的一个史学研究领域，该研究的重点是宣扬德意志民族主义，二战时期在德国史
学领域非常盛行，为反犹太的种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多为纳粹分子。在二战之后的去纳粹化运动中，有纳
粹身份的学者都从大学中被清除出去，他们中的很多人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又重新被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录用，但都改变了研
究方向，“人民史”的研究不复存在。孔泽似乎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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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扩大这方面的研究，他创建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并于 1957 年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
奥托·布伦纳 ( Otto Brunner ) 一起成立了“现代社会史工作组”( Arbeitskreis für moderne
Sozialgrschichte) ，吸引了许多年轻学者。他们在研究德国的近代史以及德国的工业化问题时，摈弃
了德国传统的制度史方法，以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吸收了 20 世纪初期兰普雷希特提出的文化史元素，
并采用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史学的方法。在孔泽的主持下，他们出版了题为“工业世界”的系列
丛书，并且培养了一批经济社会史方面的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六七十年代的德国历史学界占有

一席之地。创立了比勒菲尔德学派的著名近代史学家汉斯 －乌尔里希·韦勒( Hans-Ulrich Wehler)
就是其中之一。①

1965 年，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州拟在比勒菲尔德市建立一所州立大学，这是根据德国著名社会
学家、汉堡大学社会学教授、明斯特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赫尔穆特·舍尔斯基( Helmut Schelsky)
提出规划筹备的，1969 年正式建立。最先设立的是数学系、法学系以及由舍尔斯基本人建立的社会
学系。比勒菲尔德大学从建立之初就被冠以“改革大学”的美誉，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文学科与社
会学科相互结合，不仅人文学科都在同一个建筑的房檐之下，而且各个不同学科都有着共同的研究

方向和目的。在德国传统的大学中，历史学通常是哲学系下属的一个研讨班( Seminar) ，但在比勒菲
尔德大学，历史学独立于哲学系和神学系，与之有着同等的学科地位，可见在建制上比勒菲尔德大学

就与众不同。
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系的创建者是汉斯 －乌尔里希·韦勒和来自柏林自由大学的于尔根·科

卡( Jürgen Kocka) 。韦勒和科卡的研究方向都是近代史，研究的重点都是社会史，这就决定了比勒菲
尔德大学历史系的研究和教学重点都是在近代德国社会史领域。② 在建系后的几十年里，比勒菲尔
德大学历史系培养了众多社会史博士，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希望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突破传统的青年

学者。1972 年，韦勒、科卡、吉森大学的赫尔穆特·贝尔丁( Helmut Berding) 和达姆施塔特大学的近
代史教授汉斯 －克里斯托弗·施罗德共同编辑出版了以“批判性历史研究”( 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为题目的系列丛书，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二百四十余部专著。其内容主要涉
及 19 世纪以来的德国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近年来更增加了有关科技史、疾病医疗史、全球史等
方面的内容。在这些专著中不乏博士论文以及教授资格认证论文( Habilitationsschrift) ，③它们无疑
是德国社会史学领域的新生力量。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这些获得资格认证的博士们先后受聘于德
国各州的大学，逐渐在大学里与传统史学平分秋色。

1975 年，韦勒创办学术季刊《历史与社会》(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该刊自创刊以来很少刊
登有关早期近代历史方面的文章，时间点只限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文章内容也仅限于德国社会史
方面，如工人以及工人运动、贵族、妇女、家庭以及社会群体的演变、工业化和社会的演变等;此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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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由于受语言的限制，中国史学界从事德国史研究的学者人数有限，再加上德国历史学界长期重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因而以

往中国学者对德国新史学的关注不够。随着中国德国史研究的发展，对德国史学思想和史学流派的介绍有所增加，也发表了一
些有关汉斯 －乌尔里希·韦勒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的文章，如景德祥的《二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脉络与特点》( 《史学理论研
究》2007 年第 3 期) 以及《纪念德国著名社会史学家汉斯 －乌里希·韦勒( 1931—2014) 》( 《武汉大学学报》2015 年第 2 期) 。相
关内容，笔者在本文不再赘述。
德国大学没有通史课程，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通常都是由受聘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设置，因此，各个大学在同一领域

中都有自己的专长，大学生以及研究生基本上也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大学或者教授。
教授资格论文是指，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必须完成一部有着新的研究方法以及在研究方面有所突破的学术专著，这是作为获

得在大学教学资格认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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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等。该刊几乎没有发表过有关古代和中世纪历史的文章，也完全拒绝德
国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以及人物传记方面的文章，从期刊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它从创刊时就预定的

办刊原则，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征，不仅在德国历史学界获得重要的影响力，而且赢得一定的国

际声誉，后来也开始刊登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学者的论文。① 正是通过这些论文、专著以及培养出来
的年轻学者，形成了以比勒菲尔德大学为核心的“比勒菲尔德学派”( Bielefelde Schule) 。这个新学派
可以说是二战之后德国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代表。②

三、德国的新社会史

如同年鉴学派是法国社会史的代名词，比勒菲尔德学派也成为德国社会史的代名词。比勒菲尔
德学派的核心人物是汉斯 －乌尔里希·韦勒，他被公认为是德国 20 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德国历
史学家。韦勒曾在科隆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这无疑为他后来的研究奠定了
坚实的学术基础。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科隆大学开始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生涯。1969 年，韦勒受
邀参与建设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系，此后他在此任教一直到 1996 年退休。与此同时，他还兼任柏林
自由大学美国史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以及瑞士伯尔尼大学的
教授，可见他的学术影响之广泛。
在德国历史学界，对社会史的研究并不是从比勒菲尔德学派开始的，20 世纪初期兰普雷希特的

文化史、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受年鉴学派影响的结构史，都注重对社会史的研究。但是，给这一研究
领域冠以“社会史”，或者“新社会史”的是汉斯 －乌尔里希·韦勒。可以这样说，比勒菲尔德大学历
史系的建立为一直被德国传统史学边缘化的社会史创立了一个研究的平台，《历史与社会》创刊则是
这个平台上不可或缺的“喉舌”。
汉斯 －乌尔里希·韦勒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比勒菲尔德学派，韦勒教学

和研究的重点是 19 世纪以来的德国近现代历史，因此，比勒菲尔德学派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德国近代
史。对德国近代史的研究必然无法回避“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核心观点是，19 世
纪的德国经济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在政治上却没有走上自由社会和确立国家宪法的政治制度道路，

因此，这就在农业和工业之间、在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造成了内部的一些紧张关系，从这些紧张
关系中演变出“国家社会主义”( Nationaler Sozialismus ) ，并最终走向了极端的“民族社会主义”
( Nationalsozialismus) ，③即纳粹主义。长期以来，德国近代史学界一直热衷于“特殊道路”的讨论，尤
其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有关普鲁士军国主义、德意志帝国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等方面的研究
似乎都离不开“德意志特殊道路”的问题。在早期的相关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依然遵循传统史学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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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德国的学术期刊通常是直接刊登作者使用的原语言，无需进行翻译。
王晴佳在《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一书中以比勒菲尔德学派为例介绍了现代德国史学的发展。参见王晴佳: 《人写的
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
德语 Nation这个单词包涵了“国家”和“民族”两个意思，作为形容词更多的是表示“国家的”，作为组合名词 National-则更多表示
的是“民族 －”。在德语文献中 Nationaler Sozialismus和 Nationalsozialismus表示的涵义不同，前者通常指的是 19 世纪 90 年代欧
洲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一种潮流，即试图用各种方式把民族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要素结合起来，国内学界将其翻译为“国家
社会主义”;后者是从 19 世纪下半叶德国、奥地利的“民族运动”的概念演化而来，民族运动宣扬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极端反犹
太主义等意识形态，国内学界将其翻译为“民族社会主义”或“纳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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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政治角度讨论“德意志特殊道路”，把“特殊道路”的起点定在了 19 世纪普鲁士军国主义集权
专制形成之初，因为普鲁士在政治制度方面与英法君主立宪的政体制度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其走

上军国主义专制的“特殊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韦勒对近代史的阐释也绕不开“特殊道路”问题。1966 年，韦勒出版《德国现代社会史》一书，他

在研究中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跨学科的研究，其二是比较研究，由此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他认为，
从普鲁士占主导的德意志帝国到魏玛共和国结束这一历史阶段，帝国存在着“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对
立关系”，正是这种对立关系才使德国没有走上英国和法国的现代化之路，而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
了结构上的“缺陷”，从而走向纳粹主义。① 韦勒在研究中忽略了兰克历史主义只注重大政治事件的
方法论，也不强调“它是怎样发生的”(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他批评传统史学忽略了社会结构
变化的重要意义，只注重对历史事件的考察，只强调个人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他强调社会结构以及社

会结构的演变和相互作用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在历史研究中采用了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精神分析学
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借鉴法国年鉴学派和兰普雷希特的史学思想，注重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和分析。
德国史学界普遍认为，从这本著作开始，德国的结构史学和“新文化史”都被归于社会史的研究领域，
抑或又可以这样说，德国的社会史是从结构史学衍生而来。
韦勒的史学思想强调结构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不注重个人的决定因素，他的史观和史学方法在

1973 年出版的《德意志皇帝的帝国 1871—1918 年》中完全地体现出来。② 他虽然在研究中拒绝传统
的政治史观及其方法，但延续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结构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对此有所发展。
他批评德国传统史学对历史的观察只注重政治事件，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主要源自于事件和个体的

人，而是社会结构的现象相互作用和演变的结果。他从社会结构的视角诠释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
因而采用了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心理学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对“整体历史”进行跨学科的探究。
韦勒以此为宗旨创立了比勒菲尔德学派的研究范式，在德国年轻学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德国历史

研究领域的视角更加扩大，不仅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领域有所扩大，而且增加了很多新的研究领
域，如日常生活史、农业史、计量史学、城市史、科技史、心态史，等等。
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形成以及他们提出的史学观念和方法论，遭到德国传统史学以及新文化史学

流派( Neue Kulturgeschichte) ③的批判，尤其是慕尼黑大学知名近代史教授托马斯·尼佩代针对其
忽略制度史的史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之间虽然有着激
烈的争论和批判，但同时也互有取舍。尼佩代在他的研究中吸收了比勒菲尔德学派的某些要素，
如他于 1983 年出版的“1800—1918 年的德国历史”系列著作的第一部《市民世界与强大的国
家》。④ 此著作的体例依然遵循德国传统史学的范式，全面涵盖了 1800—1866 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
国的结束、普鲁士的改革、莱茵联邦等颇有影响力的宏大政治事件，但也涉及社会经济以及普通人的
生活和工作状况，这部著作明显受到比勒菲尔德学派的某些影响。时隔七年后，尼佩代出版了
“1800—1918 年的德国历史”系列的第二部《工作世界与市民精神》。⑤ 这一部论述的是人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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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Hans-Ulrich Wehler，Moderne deutsche Sotialgeschichte，Kiepenheuer ＆ Witsch，1966.
Hans-Ulrich Wehler，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 － 1918，Vandenhoeck ＆ Ｒuprecht，1973.
新文化史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新的史学流派，新文化史涉及的不仅仅是艺术、音乐、文化史的内容，而是认为传统的政治
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不能诠释过去的历史，而新文化史则包罗万象，有关人们重视的所有的一切。
Thomas 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 1800 － 1866: Bürgerwelt und Starker Staat，Beck，1983.
Thomas 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 1866 － 1918: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Beck，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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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日常生活的状况，对农业、手工业和贸易进行了详细研究，其中还包括对外贸易、社会经济
活动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内容，并且还有基督教和犹太教等关于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内容。这已经
是一部社会史内容的著作了。他 1992 年出版的第三部《民主之前的强权国家》主要叙述的是实现
了德意志帝国统一后的俾斯麦政权在军事、立法、外交以及针对犹太人等一系列的政策。① 尼佩代
的这三部德国近代史著作在德国史学界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是典范性的系列著作。德国制度史学
知名教授、柏林大学的洛塔尔·加尔②在推介这套著作时，称其是有着“宏大风格的历史编纂”。③ 比
勒菲尔德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同样也给予这套著作很高评价，如维尔纳·孔泽在有关社会经济史的期
刊上详细介绍了这套著作，称其为“精心书写的历史叙事”; ④汉斯 －乌尔里希·韦勒则评价这是一
套综合历史的杰作。⑤

比勒菲尔德学派并没有回击批评者，而是相应地接受了某些批评。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历史
与社会》期刊上的专题内容也有了变化，不仅又接受兰普雷希特有关“文化史”的概念，有了文化史
方面的专题，还增加了有关制度史和政治史方面的论文。有了传统史学的某些印记，也就一定绕不
开“德意志特殊道路”这一至今依然很热门的论题，但是，比勒菲尔德学派仍是以社会结构变化为视
角，诠释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理论和模式，从而进一步阐释制度的演变。

1973 年，韦勒完成《德意志帝国: 1871—1918 年》一书，他在书中再次较为全面地阐释了德意志
之所以走上特殊道路的原因，在于传统保守的政治制度和迅速发展的工业化之间的冲突，保守的传

统精英与迅速发展的工业化产生出来的变革力量之间的冲突，造成了社会基本结构上的缺陷。⑥

1987 年，韦勒完成了《德国社会史》的第一卷，二十余年后的 2008 年完成了这部巨作的第五卷，包含
了从 1700 年到 1990 年的二百余年的时空。⑦ 韦勒在《德国社会史》中对其上述观点进行了详尽诠
释，它在体例上按照传统的以年代顺序的方式进行叙述，但遵循的是“整体历史”的史观。韦勒在第
一卷的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所以它试图尽可能
地把握那些基本的进程，它们通常对处于国家政治范围内的大制度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

且到目前也一直施加着影响。”⑧他认为，原则上来说社会是由经济、政权和文化这三个相互渗透和
互相制约的方面构成的;或者说，人类的世界是通过“劳动、政权和语言”组建起来的，所以在分析历
史事实时要看综合的关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要探究政权对经济和文化、经济对政权和文化、文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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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Thomas 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 1866 － 1918: Machtstaat vor der Demokratie，Beck，1992.
洛塔尔·加尔主要从事近代欧洲的自由主义、民族和民主国家等领域的研究，1975—2015 年担任德国权威期刊《历史杂志》的主
编，有多个学术头衔，获得过多枚联邦德国和州的勋章。
Lothar Gall，“Geschichte 1800 － 1866 von Thomas Nipperdey”，Historische Zeitschrift，Bd. 238，H. 3，1984，S. 721.
Werner Conze，“Deutsche Geschichte 1800 － 1918. Bürgerwelt und starker Staat von Thomas Nipperdey”，Viertelhahrschrift für Soziai-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Bd. 72，H. 1，1985，S. 93f.
Hans-Ulrich Wehler，“Thomas 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 1800 － 1866: Ein Mekisterwerk historischer Synthese”，Die Zeit，14.
Oktober 1983.
Hans-Ulrich Wehler，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 － 1918.
Hans-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geschichte，Bd. 1: Vom Feudalismus des Alten Ｒeiches bis zur Defensiven Modernisierung der
Ｒeformära 1700 － 1815，Beck，1987; Bd. 2: Von Ｒemormära bis zur industriellen und politischen“Deuschen Doppelrevolution”1815 －
1845 /49，Beck，1987; Bd. 3: Von der“Deuschen Doppelrevolution”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 － 1914，Beck，1995;
B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 － 1949，Beck，2003; Bd. 5: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DＲ 1949 － 1990，Beck，2008.
Hans-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geschichte，Bd. 1: Vom Feudalismus des Alten Ｒeiches bis zur Defensiven Modernisierung der
Ｒeformära 1700 － 1815，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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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和经济是以怎样的一种辩证的关系相互制约和影响的。① 韦勒注重解析传统要素与当时社会中
出现的新的要素之间的碰撞和相互影响，他采用结构史学的方法，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进行了跨学科和比较史学的研究。以第一卷的内容为例，韦勒首先回顾了 18 世纪以来德意志的历
史状况，详细解析了 18 世纪每个社会阶层层级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勾勒出社会的不平等结构，进
而论述德意志邦国统治的结构性状况，以及文化在社会政治方面的结构性状况。此外，韦勒还在这
一卷中分析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社会的影响，德国不平等结构的社会对美国革命和法国

大革命做出的不同反应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以此来解答“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命题。可以说，
《德国社会史》综合性地分析了政治统治的结构、经济结构的发展以及社会的不平等结构，论述了 18
世纪德意志的“整体历史”。这部五卷本的《德国社会史》被公认是社会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是一部
“巨著”( opus magnum) 。韦勒在这部著作中没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没有强调“它是怎样发生
的”，但是加大了批判的维度，着重分析了这些结构性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政治统治产生的
影响。可见，韦勒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传统史学流派对其忽略制度史研究的批评。韦勒的新社会史
与传统史学找到了共同的契合点。

2010 年，德累斯顿大学的汉娜·阿伦特集权主义研究所研究员贝蒂娜·席策尔和比勒菲尔德大
学的托马斯·维尔斯托科普共同主编论文集《比勒菲尔德社会史学》。② 他们在前言中对比勒菲尔
德学派的形成及扩大做了较为全面的概述，论文集主要收录了席德、孔泽和韦勒等德国社会史研
究领域先驱者们发表过的有关社会史理论和方法的相关论文。自此，德国社会史研究有了完整的
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实际上，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学者在德国许多大学的历史
系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其历史观和方法论不仅在近代史领域里成为一种范式，而且在他们的带动

下也被推广到历史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德国的社会史研究开始于近代史领域，这是因为近代史的
历史学家们最先吸收了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在其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对传统史学占据主要

地位的中世纪史研究领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史观和方法论被中世纪史的研究者们接受，扩

大了其研究视角。

( 作者王亚平，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邮编: 300378)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张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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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Bd. 1: Vom Feudalismus des Alten Ｒeiches bis zur Defensiven Modernisierung der
Ｒeformära 1700 － 1815，S. 7.
Bettina Hiltyer and Thomas Welskopp ( hrg. ) ，Die Bielefelder Sozialgeschichte: Klassische Texte zu einem geschichtswissenschaftlichen
Programm und seinen Kontroversen，Transcrip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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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Three Major Systems”for Studies of Historical Theories in
the New Era / / Xia Chunta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ppro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History four years ago.
Why was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Theories established? As the only newly established research institute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History， why was the institute named “Historical Theories” instead of
“Historiographical Theories”?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cipline layout of historical theories
studies in the new era?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three major systems”for studies of historical
theories in the new era，what are the shortcomings to be solved，and what bottlenecks need to be overcome?
Speak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lea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Theories，the author
attempts to share some insights on the above questions，inviting everyone to contribute to the thinking
process and promote studies on these topics collectively.

The Bielefeld School and Studies of German Social History / / Wang Yaping

German historiography 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field of world history，so it sticks to tradition
and is difficult to change. In the 1950s，Germany，which had emerged from the shadow of war，was waiting
to be rebuilt，and studies of history also had a new starting point. New factors were introduced to German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and historians of modern German history gradually accepted historical structures
as a research methodology proposed by the French Annales school. In the late 1960s，Bielefeld University，
founded with the purpose of innovation and reform，created a platform for the innovation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establishing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modern historians headed by Hans-Ulrich Wehler and
Jürgen Kocka adopted structural history ( Strukturgeschichte) as the methodology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he Bielefeld School aims to study“total history”( histoire totale) with 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s and to combine influences of political，economic，social，and cultural factors on the
advancement of the social history.

The“Pragmatisch”History and the German Historical Theor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entering on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 and
August Ludwig Schlözer / / Li Zijian

Before the birth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in the West，historical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were
understood as separate categories，during which history served as a kind of propaedeutics for theology and
jurisprudence. The“pragmat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pragmatical historical-writing) became the iconic
concept in the German Aufklärungshistorie ( German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 ) ，which was largely
promoted by leading historians of the Göttingen School of History such as 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 ( 1727 －
1799 ) and August Ludwig Schlözer ( 1735 －1809 )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hilosophically minded，“pragmatisch”historians were supposed to focus on the caus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o deliver the results in a systematic way. This concept“pragmatisch”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systematisch”( systematic ) and“wissenschaftlich”( scientific ) as well. To
develop these three concepts，Gatterer and Schlözer conducted a reflection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of
historiography，and regarded the compilation of univers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as the practice of
“pragmatisch”historical writing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works on historical sources，historians were asked
to exercis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o select periods and objects that had universal valu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doing so，they could shed light on their systematic and interconnected nature and
instill historical studies with scientific nature. Gatterer still remained traces of traditional rhetoric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level of historical performance，while Schlözer emphasized the leading role play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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